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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力資源到人力資本：中國大陸地方經濟發展中政府勞動管理體制之比較

第一節、前言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其主要發生的變化是出現了市場化與私有化的制度改

革。1私有化是指中國由過去計畫經濟公有制為主導的環境而逐漸承認私有制的地位，其

目的是想透過此舉來提高生產動機與企業運作的效率，進而降低生產成本；市場化則是

將原本由行政體系計畫管制的部分，經由去管制化而逐漸交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而作法

則是試圖將商品市場、中間財市場與要素市場交由價格機制來管理，進而降低交易成本。

而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是先「默許」準私有化的現象，然後採取漸進市場化的作為，

因此形成了所謂的雙軌制作法2，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競爭產生了影響，再透過價格機

制的建立與企業產權的逐漸改革，中國經濟結構出現了較具生產效率與競爭彈性的經濟

組織3，進而也啟動經濟成長的序列。

隨著市場交易的逐漸普遍，大陸經濟體系出現了新的局面，而其政府透過制度創新

的方式，改善金融體系、財政制度、強化外資引入與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4，進而推動了

八○年代到九○年代間的經濟成長。5

就發展的歷程來看，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成長，主要的原因在於其所展開的一

連串制度改革，然而深究其背後的因素？那麼正確的說法應當是，透過制度的改革進而

能夠按照要素稟賦條件按照比較利益原則進行經濟發展，換言之，是因為制度改革進而

能夠發揮中國大陸的勞動優勢，因而其經濟發展大部分應歸功於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從

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配置6，而非生產效率的提高，拉迪（N. Lardy）更認為，

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情況將是中國未來經濟持續成長與否的關鍵。7

就此一角度來看，當中國大陸採取經濟改革之後，因為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使得

相關企業大多屬於外延式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而也導致中國逐漸取得世界工廠的

1 吳玉山，「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社會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3 期（2003 年 5、6 月），頁 23

。

2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五年），頁 71。

3 張弘遠，「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中後發展地區的政府角色與企業行為」，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民國

89 年），頁 54～59。

4 N. Lardy 著，隆國強等譯，中國未完成的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 2～8。

5 Peter Nolan,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 London :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 pp180

～184。

6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pp.238~242.

7 N. Lardy 著，隆國強等譯，中國未完成的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 9～10。相同

的觀點可以參見道赤‧童，「中國改革的三大戰役」，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頁 199～200。



生產地為，而此時廠商利潤與經濟成長的成果主要是來自於要素的貢獻8（主要來自於低

廉的勞動與土地），就某種意義而言，要素稟賦優勢的運用是中國經濟經濟得以「持續」

成長的主要因素。9

若根據上述分析來看，那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便是要持續強化勞動要素優勢

的發揮，同時增進勞動生產力，若欲如此，一方面應自供給面上提升勞動要素的供給數

量與強化勞動要素市場的分配功能；另外一方面則應提升勞動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那麼

要如何才能夠達成上述兩個目標？是透過市場機制自然演進而取得上述成果？或是透

過政府政策輔導而達成目標？哪一種方式對於中國大陸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較佳？

本研究主要的觀點在於，從過去到現在，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在當地

經濟發展模式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10，無論是消極無為或是積極進取都有其成功的例

證，然而若就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如何有效的建構出一個能夠提升勞動生產力與勞動

分配效率的制度，則又是關係到現階段中國大陸地方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那麼政府該

如何作為？或是如何不作為？才可以達成此一目標？此外，中國大陸地方經濟成長擁有

取多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中的地區在面對不同的勞動供需條件時，其地方政府的作為

會對此產生何種影響？所產生的管理模式或制度又會為地方經濟成長帶來何種變化？

這便成為筆者關注的焦點。

第二節、經濟發展中的勞動要素--相關理論概述

對於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而言，如何盡快地脫貧致富、提升經濟發展是其政

府施政的主要目標，然而人為的努力是否真的能夠扭轉結構所存在的差異？經濟增長的

原因有三：經濟活動、知識的增長以及資本的增加，11那麼是否存有一條捷徑能讓發展

中國家迅速地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對於此一現實的需要，經濟學家又是如何回

應？首先，我們由發展經濟學的脈絡來理解討論經濟發展的若干主要觀點。

壹、二元結構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勞動要素

發展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如何由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中，扶植工業部

門的成長，而關注的焦點則在於如何利用農村部門提供工業部門初期啟動與中期發展所

需要的勞動與資本。若是要探討經濟成長中勞動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與相關的政策設計，

8 舒元、徐現祥，「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設定：1952--1998」，經濟研究，第 11 期（2002），頁 9。

9 在此必須強調，中國經濟成長的初期階段，主要受益於商品市場開放所產生的效果，因為商品市場開放

，再加上過去短缺經濟的條件，使得許多新興廠商能夠因商品生產而獲得利益，但是隨著市場逐漸飽和

與低品質消費商品的淘汰，此時維持企業持續獲利的主要因素便是在於要素稟賦上的優勢。

10 陳劍波，「鄉鎮企業的產權結構及其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盛洪主編，中國經濟學-1995（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155～157。

11 劉易士著，梁小民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 年 10 月），頁 20。



那麼在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最為學界援引的便是由劉易士（A. Lewis）、費景漢與拉尼斯

(Ｇ.Ranis)等人所提出了二元結構發展理論，而對照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初期所產生的相關

情勢，則此一理論中的相關論點似乎正是大陸經濟成長的寫照。

在劉易斯 1954 年所發表的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其假設：

在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下，由於農村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近於○，因而造成其勞動

是無限供給；技術進步則為中性；同時假定資本家將所有的工業利潤都用於資本積累，

增加投資。劉易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中勞動力為無限

供給，此時資本屬於稀少資源而勞動要素稟賦則是豐富；第二階段中，由於長期移轉的

結果，勞動要素也成為稀缺資源，從而無法無限供給。

首先在技術中性的條件下，工業部門在資本家重複投入的情況下出現了資本擴張的

狀態，因而擴大了對勞動的需求，又由於工業部門的工資高於農業部門，因而促使農村

勞動力願意移轉至工業部門，這一過程不斷地重複的結果使得進入工業部門工作的農業

勞動力逐漸增加，最終當農業剩餘勞動力移轉完畢之後，此時進入第二個階段，由於現

時勞動成為稀缺要素，對於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將會導致工資水平的上升。12

簡單歸納之後，吾人可以發現劉易士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主要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體系劃分為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兩種經濟，劉易士認為，產量增長的速度是

由現代部門的工業投資率和資本積累率所決定13，一國若欲追求經濟成長則必須扶持工

業部門，而扶持工業部門的主要做法則是設法自農業部門中抽取所需要之勞動力，以低

價投入的方式降低工業部門運作成本。

也正因為劉易士假定傳統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趨近於○，因此主張利用農業部

門的失業勞動力，投入工業部門生產以加速資本積累，但是要如何做才能轉移農村剩餘

勞動力？劉易士指出，由於工業部門工資水平遠遠高於農業部門，因此農村剩餘勞動力

的供給將會自然流入工業部門。

然而托達羅（M. Todaro）認為此一模型存有三個問題：14

一、 劉易士的模型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勞動轉移率和就業創造率與現代部門

的資本積累率成比例，因此資本積累率越高，則現代部門增長率也就越

高，同時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越高，但是在現實情況下，資本家常在獲利

之後移轉資本進行轉投資。

二、 劉易士的模性假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中，農村部門存有大量剩餘勞動

力，但在城市部門則為充分就業的狀態，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

也存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

12劉易士著，梁小民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 年 10 月），頁 30～40。另見，張秀生、

陳先勇，「二元結構與經濟發展」，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術論文，見

www.ncer.tsinghua.edu.cn/lunwen/paper2/wp200202.doc。

13 托達羅（Michel Todaro）著，于同申、蘇蓉生譯，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1991 年 3 月），頁 100。

14 托達羅（Michel Todaro）著，于同申、蘇蓉生譯，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上冊，頁 102～104。



三、 此一模型假定現代工業部門存有一個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用以保證農村剩

餘勞動力在被完全吸收以前，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將不會變動，但是實際

上受到工會力量、公務員薪資水準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工資有上漲的趨勢。

由於劉易士模型中所存在的上述缺點，因而費景漢—拉尼斯兩人在 1961 年產生了

新的模型假設，費氏與拉氏認爲劉易斯模型忽視了農業促進工業增長方面的重要性以及

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因此有修正之必要，兩人並在 1964 年「勞動力剩

餘經濟的發展」一文中加以完整的闡述。

費景漢與拉尼斯的模型中最重要的觀點是將二元經濟中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過程

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勞動邊際生産率等於零的階段，該階段的勞動力為自

由轉移，農業勞動産出並不會因此而降低，相關的農業糧食生產並不會出現短缺；第二

階段，是農業勞動邊際生産率大於零但小於基本工資的階段，這一階段的勞動力轉移會

因為農業總產出下降而偏好前往工業部門；第三階段，是農業邊際生産率大於基本工

資，由於農業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産率等於或大於城 市工業部門，因而使得農業工資水

準開始高於工業部門工資水準，此時工業部門若要吸引農業勞動力就必須提高本部門的

邊際勞動生産率，使其至少等於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産率。15

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爲，問題主要是出現在第二階段中，如何將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

動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因爲在勞動力轉移進入到第三階段之前，由於農業部門缺乏勞

動力的結果，使得農業産品價格就上升，從而工業部門在支付農業部門轉移的勞動力

時，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這樣工業部門的貿易條件也就越不利，進而導致工業部門

利潤減少進而停止擴張，從而導致勞動力移轉的現象停止。16

費景漢與拉尼斯指，上述情況若是能夠伴隨著農業部門由傳統進化至現代，則由於

農業邊際生産力有所提升，因而將有可能化解工業部門停止擴張的危機，換言之，當農

業現代化之後，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於邊際生産力的變動，也就是農工

部門所能提供的相對工資水準將會決定勞動力轉移的趨勢。17

然而由劉易士—費景漢—拉尼斯三人所建構的模型因為建立在已發達國家的現實

條件上，因而很難有效解釋對於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及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等現象，

使得後繼學者進一步的加以修正，其中托達羅在 1969 年提出新的修正，其指出勞動要

素的流動是一種經濟行為，不管城市是否出現了勞動剩餘的情況，勞動流動的是比較利

益與成本的理性經濟考慮18，農業部門勞動力是基於理性預期而非城鄉收入差距來進行

15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中國農業信息網，

http://www.agri.gov.cn/jjps/t20030620_93790.htm。

16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中國農業信息網，

http://www.agri.gov.cn/jjps/t20030620_93790.htm。

17 倪丹容，「中國二元經濟的歷史邏輯和結構剛性」，經濟學家網站，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555。

18 常偉，「保護民工權益的經濟學意義」，淮海學苑網站，



是否移轉的選擇，農村勞動力根據預期所得到的期望值（如獲得工作機會的機率乘以工

資報酬等）進而決定是否投入城市工業部門，也就是說，預期收入才是最終對勞動人口

遷移産生影響的因素，當預期收入大於勞動力從農村遷到城市的成本時移轉就會發生。
19

總結上述所言，在相關的二元結構理論觀點之中，經濟學者們主要是將關注的焦點

放在如何有效的促進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移轉，而其主要的關鍵在於兩部門邊

際生產力（也就是工資水準）或是工資預期所能發揮的作用，而近年來經濟成長理論出

現了明顯的改變（主要是指內生性技術進步的經濟成長理論），也因此使得相關模型有

所修正，其中筆者認為能與大陸現今勞動管理情況作為參照的便是楊小凱對於勞動分工

的相關論述。20

貳、楊小凱的勞動分工理論

楊小凱的勞動分工理論不同於過去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成長理論，其從「楊格定理」

中獲得啟發而發展出勞動分工理論。21楊氏的觀點可上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

的勞動分工概念，簡言之，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則受到交換能力高低大小

的限制，也就是受到市場範疇的限制。其後，楊格（A. Young）進一步發揮此一觀點，

其認為：勞動分工依賴於市場範疇，而市場不僅是由人口、區域等決定，更是以購買力

決定，而購買力由生產力決定，生產力則是由分工決定。這個「勞動分工水準自我演化」

的觀點，便是楊格定理。22

楊小凱認為，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

平便會上升，反而會擴大交易規模，因而提高交易效率，並刺激分工水平的再次提升。
23根據楊等人的觀點，由於存在著專業化利益，因此會使原本自己自足的經濟體系逐漸

出現勞動分工的狀態，專業化所導致的分工雖然能降低生產成本，但卻會使產品交易成

本跟著增加，在這兩項條件下，專業化將會存有一個最適解。在楊的模型中，專業化的

http://web.cenet.org.cn/web/hhxueyuan/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6900&detail=1

。

19 「農業勞動力移轉」，深圳勞動信息網，http://www.shenzhen.molss.gov.cn/information/g4-09.html

。

20 楊小凱理論觀點參考自下列著作：楊小凱、張永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2000）；楊小凱、黃有光著，張玉綱譯，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種新興古典微關經濟學框

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楊小凱，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21 Xiaokai Yang and 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收錄於

楊小凱著，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417～436。

22 聶輝華，「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與欠發達區域的分工抉擇」，經濟科學，第 3 期（2002 年），頁 113。

23 聶輝華，「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與欠發達區域的分工抉擇」，經濟科學，第 3 期（2002 年），頁 113。



決策將會決定當時勞動分工的水準，而勞動分工水準又會影響經濟成長，簡言之，勞動

的分工將擴大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擴大又會反過來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不過，其同

時也會提高交易成本，最後，當過去專業化利益的貼現值與交易成本提高所損失的經濟

效用相等時，勞動分工水準和經濟成長率將會達到均衡。

在分工利得與市場交易成本相等時，此時將會出現一個動態的均衡，不過因為專業化生

產中，人們會因為學習效果的出現而累積更多的生產經驗，進而提高了生產技術改進的

可能，一旦這種可能出現，那麼將會導致生產能力增加而成本降低，專業化收益將會提

高。

而當人們在專業化中得到的收益大於市場規模決定的交易成本時，就又會選擇更高

的專業化水平，而分工便會邁向更高的水平，當勞動分工演進到一定水平並保有進一步

分工的潛力時，則平均收入的成長率就會不斷提高，從而導致經濟有可能因為分工深化

而持續成長。24

參、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勞動供需之政經模型

簡述相關經濟發展理論中對於勞動力要素的討論之後，本文主要將結合二元結構模

型與楊小凱勞動分工理論的觀點，針對大陸地方經濟成長中政府勞動要素管理模式提出

一個分析概念-「政府干預下的勞動管理」模式，用以說明目前大陸地方經濟發展過程

中，地方政府如何透過對於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干預，進而決定了地區勞動工資水

平、勞動條件與勞動分配效率的高低。

由於經濟快速的發展使得大陸沿海各地對於勞動需求逐漸上升，雖然需求上升，但

是由於大陸農村勞動剩餘數量龐大，特別是近年來大陸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農村所得

增長有限，因而使得農民外出務工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總體的勞動供給始終能夠滿足

其經濟生產所需。

然而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之後，不同區域間出現了不同的經濟成長模式，某些地區持

續依賴外延式的經濟成長策略，採取壓低工資、降低生產成本的做法，因而導致勞動收

入無法增加。但有些地區則因為管理技術或教育訓練等因素而出現節省勞動型的技術進

步，勞動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增加，進而出現了內涵式的經濟成長。

不管是外延式成長或是內涵式成長，就企業的角度而言，工資增加便是成本的增

加，因而就理性的角度而言，在確保員工對於工作投入的前提之下，維持一定的工資水

準便是其理性策略的選項。但若勞動替代門檻較低，則在勞動充分供給且為資方市場主

導的情況下，企業甚至可以不管其工資水準是否合理，採取不合則去之的策略，持續的

使用低工資的策略。

那麼在中國大陸勞動力剩餘豐富的情況下，似乎企業持續採取低工資的作為是一條

可行的道路，然而，若就勞動要素的邊際生產力而言，西方經濟學界的研究早已指出透

24 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1998），頁 36～49。



過對於教育訓練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對於經濟成長將會帶來直接的效益25，那麼除了企

業基於自身的考量進行人力資本的投入之外，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當中，是否能夠出現推

動由人力資源轉向為人力資本的勞動管理模式，便成為一個左右地區經濟成長效益的關

鍵。

而就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現況來看，似乎不同的地區對於勞動要素的認知亦有所不

同，有些地方將勞動力視之為人力資源，有些地方卻已經出現了將勞動力提升為人力資

本的作法，而在這樣的差異中，本文所欲探討的是，地方政府的作為是否是導致此一差

異的顯著因素？

本文認為，在後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仍然必須承擔保護勞動權益的責

任，然而過去大陸經改在強調發展的情況下，因此暫時忽略了對於勞動權益的照顧（近

年來這種疏忽已經付出了許多重大的社會成本），而在強調市場機制的情況下，似乎地

方政府並無直接干涉工資水準的必要。換言之，地方政府是否採取積極建構良好的勞動

管理作為，這並非是一個義務，而是一個選擇，也因此本文認為透過觀察地方政府對於

工資水平的態度與作為，將可以切入地方政府對於勞動管理的能力此一議題，進而關照

後社會主義市場轉型中地方政府的經濟角色此一命題，因而在此提出了「政府干預下的

勞動管理」模式作為分析的概念。

此一概念的分析角度是去關照為何在市場機制至上的中國大陸，仍有許多地方政府

會在其地區經濟成長的規劃中，針對農業資源投入與工業資源分配進行權衡，以確保廠

商生產為前提，透過政策介入、政府輔導與政企合作的方式，對於當地勞動力市場進行

良好的規劃與建構。26

本文相信，良好的勞動管理模式將能夠擴大勞動市場交易規模，而勞動市場規模擴

大引發了勞動供給種類與功能的分化，進而導致勞動分工效果出現，而勞動分工所產生

的技術進步與製程分解，使得員工學習成本降低，提高了勞動生產力，進而能夠創造更

高的工資水準。倘若地方政府在取得勞動生產力提升的情況下，能夠強化廠商配合的意

願，進而得以制訂相關勞動保護措施，與改善城市中勞動生活條件，強化對於人力資本

的投入，這將會建構出有利於經濟持續成長的環境。

換言之，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的協助勞動力市場發展，強化勞動分配與供給的效率，

進而取得勞動生產力提升的效果，同時透過政策引導，增加當地工資水準與工作條件，

這便成為當地的勞動供需情能否趨於均衡的一個重要變數。

第三節、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的勞動供給及管理

25 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1998），頁 36～49。

26 關於政府如何透過勞動體制的管理與作為，進而型塑出不同的經濟模式等觀點，可參見 Kathleen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人民網，「中共

中 央 關 於 建 立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若 干 問 題 的 決 定 」 ，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5179/20010430/456592.html。



壹、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若是要對中國大陸勞動管理體制進行深入探討，那麼追本溯源應該要自 1986 年開

始，過去由於中國勞動體系處於封閉的狀態，並非以市場的形態進行交換，所以大多是

由政府進行調節與分配，然而改革之後，為了配合產業發展需要，因而促使其發展出能

夠自由進行溝通與交換的勞動市場，而這便導致了中國勞動體制的改革。

最早的改革是在深圳特區實行進行「勞動契約制」，在 1986 年 7 月中共國務院頒佈

了「關於國有企業實行勞動契約制的暫行規定」，開始在相關企業中推廣勞動契約制。

其後在 1993 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在

關於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的討論內容中，文件指出︰「改革勞動制度，逐步形成勞動力

市場。我國勞動力充裕市經濟發展的優勢，同時也存在著就業的壓力，要把開發利用和

合理配置人力資源作為發展勞動力市場的出發點。廣開就業門路，更多地吸納城鎮勞動

力就業。鼓勵和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地區間的有序流動。發展多

種就業形式，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就業結構，形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合理流動

的就業形式。」27

而在 1995 年則正式頒佈了中國第一部勞動法，於所有企業正式推動勞動契約制，

中國勞動體制的精神從「身分」轉變為「契約」勞動契約制取代了過去「大鍋飯」式的

身分體系，給企業充分的自主權，這是根據「市場信號」而不是計畫指標來聘用工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根據企業需要與勞動供給情況所建構的勞動力市場的雛形於

是出現，但由於過去計畫經濟時期的歷史影響，因而導致中國勞動供需雖然自指令計畫

中掙脫，但是卻仍然受到過去歷史因素影響，進而出現了市場分割的情況。直到 2005
年，此一情況仍持續存在於中國經濟體系之中，例如中共國務院便指出：「加快建設城

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改革勞動就業管理制度，清理對農民進程務工的不合理限

制政策和亂收費，取消各種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歧視性管定，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

度，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轉，選擇部份具備條件的城市開展城鄉一體化勞

動力市場的試點工作。」28

何以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情況如此嚴重？一般論者以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

過程反映城鄉分割、社會階層分化被配置到勞動體系中的過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形態主要是區分為：城市勞動體系與農村勞動體系，這主要是為了與戶籍制度相配合。
29

27 人 民 網 ，「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建 立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體 制 若 干 問 題 的 決 定 」，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5179/20010430/456592.html。
28 中 國 政 府 創 新 網 ，「 國 務 院 關 於 2005 年 深 化 經 濟 體 制 改 革 的 意 見 」，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cxfg/ArticleShow.asp?ArticleID=231。

29趙憲生，「全球化與中國勞工市場分割︰珠江三角洲外來勞工的個案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1

期（2001 年冬季），頁 1-39。



首先，在城市勞動體系中，其只針對城市居民提供就業的服務，城市居民除了由國

家提供工作之外，還享受一整套的福利條件，包括免費的住房，公費醫療，教育，退休

金與日常生活必須的供應物資，而勞工則被分配在國營企業事業或集體企業單位工作，

其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政府設定的工業指標。

其次，在農村勞動體系中，改革之前，農民是集體進行勞動，由幹部按照工作情況

進行工作安排與所得分配，而改革之後，則農民仍須按照官訂價格來為城市居民提供糧

食，以此作為農業稅上繳，處分之後的剩餘則才能以所得的形式來加以保留。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發現，中國勞動力市場受到過去計畫經濟歷史的影響使得整

體工作性質被區分為三個領域﹕幹部、工人和農民。而這三者則又分別受雇於城市主要

勞動管理體系，城市次要勞動體系和農村勞動體系。

然而隨著改革的發展，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情況也出現了變化，而主要是出現在

農村勞動力市場之中，最明顯的便是農民的身分出現了多元的轉化，如：農業勞動者，

鄉鎮企業工人，農民工，私營企業主，個體戶，鄉鎮幹部，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等等，

農民不僅出現了地域流動，同時也出現了向上流動。

與農民相比，城市工人沒有取得職業等級的垂直流動和地域流動，但是得以在不同

企業所有制的橫向流動，即是從公有制企業流向非公有企業，雖著勞動契約制的實行，

城市工人從終身固定工變成契約工，雖然丟掉了鐵飯碗，但是卻獲得了選擇職業和雇主

的自由。30

貳、中國大陸農工部門的勞動移轉

過去中國大陸為了要追求工業化的目標，因此透過對農業部門的剝削來取得工業化

所需的資源與勞動31，進而將整個經濟社會分割為城市部門與農村部門，強力執行抽農

補工的政策。32

在這樣的政策執行下，中共當局又是如何發展農村經濟？其主要的手段是採取農業

合作化的方式，以組織合作化輔以意識型態動員的方式來追求農民生產的效率，然而由

於人謀不臧、政策錯誤，進而導致整個農村經濟體系的嚴重衰退33，正因為未能採取緩

進的經濟發展策略，合理的分配農工部門發展資源，同時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利用經

30趙憲生，「全球化與中國勞工市場分割︰珠江三角洲外來勞工的個案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1

期（2001 年冬季），頁 1-39。
31 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64~265。
32 如：一、以戶籍登記制限制地區間的遷移，特別是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二、要求農村部

門採經濟運作能夠自給自足，國家大部分的資金大多投注於城市經濟的發展上；三、國家在財政支

出的分配上，基本是只提供城市地區如食物、醫療、教育、住宅、福利等津貼；四、以剪刀差的方

式進行農業資源的移轉。K. Lieberthal 著, 楊淑娟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台北：國立編

譯館，1998），頁 288。
33 陳佩華、趙文詞、安戈，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6），

頁 21～23。



濟政策來控制生產誘因，以此提高農業產量並維持農業集體化組織的運作，進而導致大

陸農村經濟陷入尷尬的處境34，而農村經濟的衰退直接影響了城市穩定與工業發展，農

村糧食必須透過國家分配以避免發生供給不足的現象，而城市國有工業部門低效率的運

作也造成勞動力出現供給過剩的情況，進而導致原本所設計的農工二元發展模式失去作

用，進而也為日後經濟制度變遷留下伏筆。

當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後，農村地區由於制度創新（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而

提升了農業部門中的勞動生產力35，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增加了農村資本的快速累積，農

村自身的剩餘勞動加上所積累的資本在缺乏進入城市工業部門的管道下，導致了鄉鎮企

業的快速發展趨勢。

然而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的現實條件是人口眾多且個人分配耕地面積少，所以不管是

家庭聯產承包制或是人民公社，類似的制度變遷所引發的經濟成長往往很快地便會出現

邊際收益遞減的現象36，根據調查，自一九九七年以來，由於糧食供過於求，市場糧價

不斷下滑，因此使得農村家庭經營收入下降。37

也因為大陸農業經濟的發展逐漸減緩，約束農民收入的增加38，所以整體農業產量

雖然增加，但是農民的平均收入的增長卻未同步39，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進入

城市打工所獲得的收入便具有相對吸引力40，由於經濟改革帶來的東南沿海區域經濟成

34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2。

35 杜吟棠，「農村所有制結構與效率的實証分析」，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組織與制度研究室

，大變革中的鄉土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50-51。

36 改革之後，由於聯產承包制度的出現與計畫經濟體制的鬆動，農村經濟運作逐漸地市場化，進而帶動

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改革的腳步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增幅與農產品價格的成長速度卻逐漸減緩

，但是農村勞動力成本與生產要素的價格卻不斷上漲，一來一往之間，由聯產承包制所帶動的農村經濟

成長便面臨瓶頸，相關的討論可以參見胡鞍鋼，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293-297

。

37 自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每年平均為 20.11％，在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九

年，平均也有 16.02％，但是問題出在一九九七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只增長了 2.17

％，農村居民收入減少的趨勢已經出現，見徐連仲，「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經濟問

題，第五期（2001 年），頁 20。

38 根據研究，由一九八○到九九年以來，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率大約是年均 12%，而此需求已逐漸減緩

，其次，九○年代之後，全國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支出約為 2%，而農民收入增長率與全國居民人均食品消

費支出率基本相近，因此也為 2%左右（但是倘若扣除掉通貨膨脹率的話，那麼有些地方的農民收入便有

可能是負成長），見王萍萍，「農民收入與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戰略與管理，第 1 期（2001 年），頁 87。

39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0 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繼續放慢」，農業經濟學，第 6 期（2001

年），頁 131-132。

40 徐連仲，「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經濟問題，第 5 期（2001 年），頁 22。



長所造成的勞動需要，再加上沿海城市現代化的陸續進展，使得農村人口出現外流至城

市工業部門的趨勢，此時應屬於前文劉-費-拉三人所建構的二元模型中第一時期至第二

時期之間，由於當時中國大陸農村糧食仍以國家收購為主，在價格控制的情況下，農民

透過農務所得增長有限，因而無法滿足其所得增加的需要，那麼前往沿海從事工業勞動

便成為一個合理的選項，而當地工業部門所需要又非技術性勞動，簡單的勞動技術要求

也降低了農民外出務工的成本需求，再加上城市與農村生活條件上的差距，因而使得農

村人口外移前往城市的現象逐漸普遍。41

但是近年來這些情況卻出現變化，首先，由於農村經濟的問題引發中共高層的關

注，進而開始一連串農村改革；其次，鄉鎮企業發展的升級，對於勞動力需求出現變化；

最後，城鎮下崗居民增加，導致農村勞動力工作機會減少42。

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外移打工的行為模式出現了變化，而對此或許正是托達

羅模型中所言的情況，廠商需求轉變與農民務工預期行為的修正，導致了大陸近期出現

了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

參、中國大陸近期勞動供給短缺的原因

一、工資條件與工作環境的影響

既然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與勞動供給及分配有著如密切的關係，那麼近期以來大陸

部份地區所出現的勞動供給短缺的現象便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為何人口總數可能

高達十三億的中國，農村閒置勞動人口高達數億的大陸會出現勞動供給短缺？這似乎有

違常理，但是根據大陸官方所作的調查顯示，部份經濟發展地區的確出現了明顯的勞動

短缺現象43，

何以中國大陸會出現此一情況？根據研究顯示，主要的原因在於：工資過低與工

作環境惡劣，若從大陸媒體所披露的資料來看，珠江三角洲地區在過去 12 年以來，一

般勞動（農民工）的月薪只提高了 68 元，如佛山，月薪在 10 年前便是 600-1000 元，

但如今仍是維持現況。若就平均薪資來看，目前廣東一般勞動（民工）的平均月薪比江

蘇低 160 多元；珠三角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廣州為 510 元，甚至低於山西、江西 520

元的標準，東莞為 450 元，深圳特區外最低工資扣除個人應承擔的社會保險費後為 388

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資是 350 元。44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部分沿海地區（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地）許多產業主

41 「中國經濟增長未來有三大引擎」，聯合早報網，

http://www.zaobao.com/cgi-bin/asianet/gb2big5/g2b.pl?/cj/cj504_061204.html

42 徐連仲，「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經濟問題，第 5 期（2001 年），頁 23。

43 「畸形的城鄉差距縮小 民工荒到底荒在哪?」，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16/t20040916_1775764.shtml。

44 「畸形的城鄉差距縮小 民工荒到底荒在哪?」，中華工商時報（大陸），

http://big5.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16/t20040916_1775764.shtml。



要依靠非技術性勞動作為主要生產力，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出口導向的產業）

的主要競爭力來自於價格，不少企業為了壓低成本，因而苛扣一般勞動力的工資，同時

減少對於改善工作環境的投資，這種現象普遍的存在於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發達的地區。

一方面是工資過低與工作條件惡化，另外一方面，近年來由於西部大開發的作用，再加

上中共中央對於農村經濟條件的一系列改善作為，使得大陸中西部地區企業工資和農業

比較收益有所提高，與外出勞動的工資收入差距縮小，導致外出勞動人員對工作收入的

預期提高，對現存的勞動條件、工資待遇感到不滿，這促使許多過去願意到外地打工的

農村勞動力或中西部人口，逐漸失去了外出從事勞務活動的意願，進而導致勞動供給的

數量開始減少。

勞動力供給減少的結果，駛得目前珠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地的加工製造業

聚集地區出現了勞動供給不足的現象，而其中罪明顯的是缺乏 18～25 歲的年輕女工和

有一定技能的熟練工，而缺乏勞動力的產業則多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經營形態的勞

動密集型企業，同時也集中在產品競爭比較激烈的製鞋、玩具製造、電子裝配、服裝加

工、塑膠製品加工等行業。 45

除了非技術性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之外，大陸學者也發現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到技術

性勞動短缺的瓶頸，由於大陸現有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中，有許多企業主要是由過去鄉

鎮企業轉型而來，這類型的中小企業由於過去十分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投入作為利潤來

源，在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上少有作為，也缺乏對於企業員工投資的訓練，短缺人力資

本的投入結果，導致非技術性勞動始終無發獲得充分的訓練進而壓低了勞動生產力，而

低勞動生產力的條件約束了廠商調整工資時的能力，進而導致了員工出現了「逐工資而

居」的移動狀況，也就是說，若當地工資條件始終無法改變，那麼勞動力若不是移往工

資報酬較高之地，便是失去了持續工作的意願。46

二、區域經濟發展下勞動移轉條件的改變

那麼若現屬情況為前者，則其移動的區域又是何處？就相關的研究成果顯示，目前

企業勞動供給短缺的情況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製造業聚集

地區，然而最近快速發展的長江三角洲類似情況卻似乎較為和緩。47 若就本研究的議題

來看，則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對照（兩地情況參見表 1）。

表 1 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基本情況比較 (2000 年)
指標 土地面積 GDP 人均 出口總額 三資企業實 全社會固

45「國家發佈民工荒調查報告:四原因導致民工短缺」，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

46「國家發佈民工荒調查報告:四原因導致民工短缺」，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

47 「勞動力短缺: 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變化」，中國觀察，http://china.intlshop.com

。



(平方公里) (億元) GDP(元) (億美元) 際利用外資

(億美元)

定資產投

資(億元)

長三角 99,687 15,350.8 18,344 641.79 127.45 4,820.94

珠三角 41,698 7,378.58 31,990 847.41 125.41 2,291.64

轉引自：孫祖培，「增長與極限－長三角與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比較」，陳德昇主編，中國大

陸區域經濟發展（台北：五南，2003），頁 322。

基本上，若由經濟成長來源來分析中國大陸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兩大經濟區

域，則可發現其成長來源明顯有所不同。48首先，就投資的角度來看，長江三角洲是以

投資推動，由於長江三角地區擁有較佳的基礎設施、科技教育和政策環境，成為跨國企

業及國內私營企業投資焦點。珠江三角洲則是以出口拉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珠

江三角地區憑藉其鄰近港、澳和「華僑之鄉」優勢，以「三來一補」的方式吸引境外投

資，成為中國大陸國際貿易最發達的地區。

若就不同地區中企業主要的性質來看（依所有權進行區分），那麼長江三角洲是「私

營主導」，珠江三角洲則是「外資推動」，其外資主要來自香港、台灣、東南亞及海外的

華僑投資。

長江三角洲多為高科技及知識密集產業，此區由於產業類別較多，輕重工業兼具，

惟目前中國大陸最大的綜合工業區域。而珠江三角洲則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由於珠江

三角產業主要為加工出口貿易導向，多以服飾、玩具、家電等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該

區為全中國大陸最大的電子和消費品生產出口基地。

珠三角與長三角同屬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應該同樣殷切，但是何以

珠三角勞動缺乏的現象明顯大於長三角？是因為兩地主力產業部門的不同？抑或是兩

地發展策略的差別？還是兩地經濟發展模式中對於要素管理能力上的差距？就前兩項

而言，兩地主力部門雖有所不同（表二），但是卻亦有重疊，且兩地產業多以外向出口

為主，故其影響應非主要，合理的推論應該在於兩地發展模式中對於要素管理能力的差

距所導致。

表 2、中國大陸區域經濟重點產業發展項目

區域 省份 產業項目

上海 紡織、化工、鋼鐵、微電子、生物技術、汽車、消費服務業、金融

服務業、IC

東部

沿海

地區

江蘇 電子業、機械製造、化工、鋼鐵、紡織、食品加工、服務業

48 孫明德，「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前景與問題」，台灣經濟月刊(台北)，2004 年 1 月，頁 78-83



浙江 輕紡、電子高科技、軟體、旅遊服務業

福建 汽車、電子、食品、塑膠

廣東 農業、傳統製造業、食品加工、汽車、化工、電子業、電腦周邊、

紡織、成衣

南部

沿海

地區

廣西 旅遊、農業、輕工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由兩地工資水準來觀察要素管理的能力，則長江三角洲等地所提供的工資水準較

高，一項調查顯示，長三角 6城市企業新員工的工資平均數， 要比全國 24 個城市企業

新員工的工資平均數高 8.5%，這表明長三角地區比較注重人力資本的投入。49而珠江三

角洲的 12 年來平均的月工資只提高了 68 元50，如廣東省的最低工資規定每月為 510 元，

不僅低於上海市（635 元）和江蘇省（620 元），而且還低於山西省（520 元）等部分內

陸地區。51在這樣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差異也成為大陸部分地區勞動力短缺的

另外一項因素。換言之，兩地經濟發展模式中對於勞動管理的能力可能是導致其工資條

件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麼若是以此來看，則可得出一項合理的推論，工資條件的差異若是來自於勞動條

件的不同，那麼不同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管理行為將會影響勞動條件的好壞，而現

今大陸地方經濟管理模式之所以有所差異，則主要又可歸因於政府行為的不同，重視勞

動要素將之視為人力資本的地方，對於勞動管理的體制建構與政策自當會審慎規劃與執

行；而將勞動要素僅單純的視為人力資源，依賴要素稟賦來提供勞動的地區，則自然就

會採取消極的管理方式，進而導致勞動供需全憑市場自行調節。那麼是否是因為不同的

地方政府對於生產要素的管理行為上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地區勞動供需的情況？換言

之，大陸現階段勞動供給短缺的現象背後，揭示出一個值得觀察的重要議題，是否正因

為區域經濟形態的差異與地方政府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進而使得不同的發展模式在面對

勞動供需的問題上擁有不同的解決能力？這遂成為本文欲回答的主要問題。

第四節、政府管理模式對於勞動要素供給與運用的影響

無論是就農工產品價格條件、工資水平或工作條件、區域發展模式等角度，要理解

大陸勞動力供需情況都必須將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納入考量，因為透過政府的政策介入

49 「從經濟增長直面勞動力瓶頸 高素質勞動力短缺」，中國人力資源網，

http://www.hr.com.cn/articles/new_eyes/new_detail.php?id=22641。

50「國家發佈民工荒調查報告:四原因導致民工短缺」，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

51 「勞動力短缺: 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變化」，中國觀察，http://china.intlshop.com

。



將可以達到兩個重要的作用：第一，制定和實施有利於農業剩餘向工業轉移的制度政策

體系；第二，減少農業部門的內部消耗而使之産生更大的剩餘。52

而若就目前大陸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由於各地發展模式不同，因此在整個生產模

式與環境的建構過程中也就出現了差異，有些地方政府採取消極無為的態度（如珠江三

角洲），而也有些地方政府則表現出如發展型國家的特色（如長江三角洲），在這樣的情

況下，不同地方政府對於當地勞動要素管理的模式自然也就會有差異。

地方政府若單純的僅以市場機制自由運作的方法來管理地區勞動要素，那麼勞動供

需就成了企業自身的問題，而企業基於成本考量，自然會在成本效益的理性抉擇下，採

取特定的勞動管理方式，但若政府採取較為主動介入的作為，那麼在提升勞動生產力的

前提之下，地方勞動供需就成為政府與企業共同的責任，在這種運作建制中，將能夠較

合理的提供解決勞動供需的方案。那麼透過對於兩種不同的勞動管理模式中政府角色與

施政能力的比較與觀察，自然能夠合理的掌握中國大陸轉型時期的發展因素，同時也增

強吾人對於中國大陸現今經濟運作的理解。

52 張秀生、陳先勇，「二元結構與經濟發展」，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術論文，見

www.ncer.tsinghua.edu.cn/lunwen/paper2/wp2002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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